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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分成：分税制的契约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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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中国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个弹性的分成合同系统。这是因为，中国的分税制是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关于剩余分配的各种子契约的组合，这些子契约可归为四种基本形式——代征合同、
定额合同、分税合同和分成合同，并且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由此构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分
成合同系统。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个激励系统能够有效地减少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增
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但是以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激励机制会扭曲地方政府的
努力水平，加剧重复建设和粗放型增长模式，并催生地方政府的二元财政和土地财政问题。将分税
制由弹性分成合同转向分税合同是当下分税制改革困境的破解之道。 

[关键词]分税制；契约；税收分权 

一、导论 

    中国在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主要措施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划分中央税、地方税

和共享税，并且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税种划分税权、分别管理。分税制是非常重要的财税体制变迁，

它对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对分税制的研究文献比较丰

富，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分税制以及相应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例如，张晏和龚六堂[1]、张军[2]认为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周业安、章

泉[3]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尽管财政分权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加剧了经济波动。第二，研究分税制

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例如，周飞舟[4]认为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导致了县市

级政府二元财政现象的出现；李宏彬和周黎安（Hong bin Li&Li an Zhou）[5]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和

政绩考核目标推动下，会改变公共品支出结构，以优先确保政府运转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现有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分税制的理解，但难以解释两个问题。第一，分税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

它产生并能持久存在的微观基础是什么？现有研究通常将分税制看作是外生的体制，因此无法解释

分税制作为一种均衡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对地方政府产生激励？第二，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

内解释分税制的好处和坏处？分税制固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带来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

建设、二元财政、土地财政等不良现象，这两种现象是如何能够长期并存的？现有研究往往只关注

了其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一面，因此难以逻辑一致地解释分税制对政府和企业以及总体经济的影响，

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分税制改革方案。 

本文研究认为，分税制改革调整的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我们应该把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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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看作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一个总契约（grand contract）。在这个总契约下，

每一种具体的税种，例如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都是一个子契约（side contract），并且这些契

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我们认为，分税制是一个有弹性的分成合同激励系统（incentive system），

它能够有效地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从契约分析的视角，我们能够解释法

定税率和分成比例不变的税制如何适应不同地区的困惑，也能够解释分税制如何造成一些负面经济

影响的。 

二、分税制的弹性分成性质 

（一）问题的提出：分税制为什么会有效率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本质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就税收权力进行分享的制度，故也称为税收分权。由于中央政府不可能征走所有税收，因此必

须要让渡一部分税收征管权和收益权给地方政府，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会针对税收权力划分

展开博弈，进而形成政府间税收分权契约。 

吕冰洋[6]详细剖析了政府间税权分配的契约形式，以及中国财政体制变迁的内在契约演变。他

指出，政府间税权分配有四种形式：（1）代征合同（实际为工资合同），即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

府一笔固定的报酬，地方政府将所有税收收入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剩余索取者；（2）定

额合同，即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上解一个定额税收收入，地方政府是剩余索取者；（3）分税合

同，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完全拥有某些税种的税收收入；（4）分成合同，即中央政府将

税收中的一个比例作为报酬支付给地方政府①。在这四种合同中，代征合同使得地方政府税收

努力与税收收入完全不挂钩，因此不受地方政府欢迎。定额合同使得中央政府的税收不能随着

税源扩大而增长，因此不受中央政府欢迎。博弈均衡的结果是税收分权采用分税合同和分成合

同的形式。考察中国财政体制变迁的政府间税收契约安排，1951~1979 年实行的“统收统支”

制度可以说是以代征合同为主，1980~1993 年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度可以说是定额合同和分

成合同相结合，1994 年后实行的分税制可以说是分成合同和分税合同相结合。目前分税制中增

值税实行 75：25 分享，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 60：40 分享，这三个税种的分配契约属

于分税合同，其他税种的分配契约属于分税合同。 

在吕冰洋[4]的论文中，已对分税制的契约性质及财政激励有详细的分析。不过，该篇论文

没有解答的问题是，在分税制的分成合同（共享税）和分税合同（独享税）下，全国所有地区都

执行一个统一的税收政策，而全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税基和财政收支方面千差万别，如何保

证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征税效率等）呢？简言之，统一的分税制政策为什么会有效率？ 

我们打个比方，一个地主有 1000 亩地，土地性质差异较大，地主需要聘请 10 个佃农来耕种

土地，每个佃农耕作 100 亩，假定地主与佃农关于土地收成实行分成合同。同时假定佃农间彼此生

产力水平是相同的，这意味着佃农要取得同样的报酬。在这些假定下，我们会发现统一的分成合同

无法执行下去。例如，如果地主和佃农间实行 5：5 分成，在付出同样努力情况下，佃农甲耕作的

肥田可获得粮食 10 万斤，分成后得到 5 万斤粮食；佃农乙耕作的旱田可获得粮食 4 万斤，分成后

得到 2 万斤粮食。明显地，佃农甲和佃农乙的收入产生差异，从一开始佃农乙就不会接受该合同，

统一的分成合同失去了效率。如果地主改变契约形式，分别让佃农甲和佃农乙完全拥有 50 亩土地

收入，即实行“分税”合同，因为土地性质的差异，佃农甲和佃农乙的收入也会产生差异，该合同

对佃农乙也会失去吸引力。 

	
  	
  	
  	
  	
  	
  	
  	
  	
  	
  	
  	
  	
  	
  	
  	
  	
  	
  	
  	
  	
  	
  	
  	
  	
  	
  	
  	
  	
  	
  	
  	
  	
  	
  	
  	
  	
  	
  	
  	
   	
  	
  	
  	
  	
  	
  	
  	
  	
  	
  	
  	
  	
  	
  	
  	
  	
  	
  	
  	
   	
  
① 在契约经济学中，定额合同也可称之为固定价格合同，代征合同也可称之为固定工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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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地主类比中央政府，佃农类比地方政府，税收类比土地收入，它来自

地方政府对税源的培养和征税努力。显然，由于各地区经济情况差异很大，实行统一的税收分配合

同，如同实行统一的土地收入分配合同一样，是一种缺乏效率的合同。那么，现实中，分税制产生

效率的原因是什么呢？ 

本文认为，尽管分税制表面上采用的统一税权分配契约，但是整个契约仍然保留了足够的弹

性来适应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税负，进而使得分税制实行成为有弹性的分成合同。就象上例中地

主一样，他会根据土地的性质来分别与佃农签订合同，而不是采用统一的合同。下面我们从政府与

企业、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上下级地方政府三个关系角度进行剖析。 

（二）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弹性分成：税收与转移支付的结合 

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间的税收分配是一个契约系统。属于分成合同性质有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其它基本属于分税合同，如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属于地方税，消费税、关税等

属于中央税，由于增值税和所得税占国内税收收入达 53.9%（2012 年数据），因此分税制整体上以

分成合同为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间的税收契约是全国统一的，因此可以说是无弹性的契约。

这就碰上了前文的地主与佃农关系例子，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如何保证统一的分税制具

有效率呢？我们认为答案在转移支付上。 

在 1994 年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政府的财力大大加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比例从 1993 年的 22%迅速增加到 1994 年的 55.7%，直到 2012 年仍高达 47.9%，而中央财政支

出的占比则从 1993 年的 28.3%一直下降到 2012 年的 14.9%。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集中度高与财

政支出比例低，自然使得中央政府有强大的财力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目前我国转移支付

由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组成，其契约性质仍是定额合同与分成合同的结

合。下面我们详细剖析。 

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契约性质是可变的定额合同。它是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

口，由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它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形式，体现的契约性质以定额合同为主，只不过这种

定额对地方政府而言是负定额。又由于这种定额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力状况给予的补助，

因此契约的调整权在中央政府手中，定额合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专项转移支付的契约性质是可变的定额合同与分成合同的结合。它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

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而设立的补助资金，地方财政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不少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和规模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逐个谈判的结果，社会形象地称之为“跑部

钱进”，它体现出定额合同的性质。现实中不少专项转移支付需要地方政府按比例给予配套资金，

因此它又体现分成合同的性质。 

税收返还的契约性质是分成合同。1994 年分税制改革规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税收返还

额在 1993 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 1：0.3 系数确定，即全

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 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 0.3%，很明显，其契约性质是

分成合同。这项制度本身是为了照顾地方政府利益、顺利推动改革而确立的，它维护了较富裕

地区的既得利益，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主旨背道而驰。目前，2012 年税收返还的规模高达

5128.04 亿元之巨。 

因此，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财力分配契约是可变的定额与固定的分成相结合，由此整体

上形成一个弹性分成系统。 

（三）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弹性分成：多种合同组合 

现实中，尽管中央政府确定的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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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税收契约形式。以县级政府为例，其分享的增值税可能

还要与地市级政府分成，地市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还要与省级政府分成。然而这些分成比例不是

全国统一规定的，往往是上下级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表 1 归纳了省级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划

分办法，该表显示我国省以下政府间收入责任划分并不是固定的，有的按税种划分，有的按行业划

分，有的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其中，按比例分享的属于分成合同，市县独享、按税种和行业完全

划分收入的属于分税合同，需要向上级政府上交定额的属于定额合同，因此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分配

的契约是分成合同、定额合同和分税合同的结合，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契约是具有充分弹性的，这保

证了税收契约可以满足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表 1                         省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划分概况 

收入稳定且规模较大的税

种一般由省与市县按比例

分享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河南、海南、重庆、四

川、陕西、西藏、青海等大部分省区采用了这种模式。目前，省与市县共享收入

税种主要为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40%部分）、

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省与市县共享收入的划分比例主要有“五五”、“四六”、

“三七”等，多数省级分享比例略低于市县分享比例，体现了财力向下倾斜的原则。 

收入较少的税种一般由市

县独享 

主要有城建税、房产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契税、土地

增值税等，这些税种收入规模相对较小，易于地方征管。 

按照税种和行业相结合的

方式划分 

浙江、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在按照以税种方式划分收入的同时，规定主

要行业、支柱产业或重点企业的税收收入由省级独享。此外，还有九个省市将金

融保险营业税全部作为省级固定收入。 

来源：李萍. 财政体制简明图解[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表 2 显示了几个代表性省份内部的税收分配状况，可以看出，在采用分成办法的税种中，其

税收分成比例各不相同，说明税收分权契约的确是弹性的。 
表 2                         代表性省份税收分配  

省份

（自

治

区） 

现行

体制

颁布

时间 

是否

按税

种分

税 

主要税种的省级分成

税种 

增值税

省级分

成比例 

营业税

省级分

成比例 

企业所

得税省

级分成

比例 

个人所

得税省

级分成

比例 

其他税或

费 

山东 2005 是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 20% 8% 15% 

新增土地

出让收入

5% 

广东 1995 是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土地增

值税 

－ 40% 16% 16% 
土地增值

税 40% 

辽宁 2003 是 

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房产税 

10% 30% 20% 15% 
房产税

50% 

山西 2002 是 

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资源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 

8.75% 35% 14% 14% 

资源税

35%、城镇

土地使用

税 35% 

河南 2004 是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增量省级
－ 

增量分

成 20% 

增量分

成 20% 

增量分

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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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 

来源：张立承. 省对下财政体制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通过形式多样的税收分税合同，一方面保证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控制，另一方面又

兼顾了下级政府的利益，通过贯彻“多劳多得”这一原则来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培育税源的努

力。从现实中我们也容易证明这一点，如房地产业交纳的税收主要是营业税，该税全归地方政府所

有，因此地方政府竭力推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工业在制造环节交纳的增值税多，地方政府也千方

百计吸引工业到本地投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分税制的契约系统：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属于无弹性的分成合同、营业税属于分税合同、转移支付属于可变的定额合同与分成合

同结合，这些契约组合在一起成为有弹性的分成合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存在多种形式的税收契约，

建立在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基础上的税收契约具有弹性；这些形形色色的子契约结合在一起，构成

了一个激励系统，使得分税制整体上呈现弹性分成性质。 

弹性分成合同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强的税收增收激励，保证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而税收来

自于税源扩大，因此弹性分成合同又会促使地方政府采用种种手段推动经济发展。我们认为，这是

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弹性分成的负面经济影响 

尽管有弹性的分税制契约对推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也产生不少负面经济影响，下

面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形成粗放型增长方式陷阱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最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政

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更是把这个问题写入了官

方文件。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

经济效益低、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运行质量低等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增

长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式）到集约型（内涵式）的转变。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学术界做

出了广泛的研究，政府也实施了各种的政策。但直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

然主要是粗放型。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么难呢？ 

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林毅夫、苏剑[7]总结为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安排不合

理、技术进步率低、要素价格体系不合理等。我们认为这些解释均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应看到，现

行分税制扭曲了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导致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偏向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基本的逻辑是，在分税制契约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税收收入最大化，

那么面对不同的税种和契约形式，地方政府一定会将更多的努力投入到税源广、税基厚、征税成本

低的行为上，在政府对经济起着很大主导作用前提下，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这是典型的多

任务代理下的道德风险行为。 

就我国地方税系构成来看，地方政府可以享有税收收入的税种多，不过大多数是小税种，排在

前三位的主体税种分别是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自1994~2011年，三者平均占地方税收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30.8%、21.1%和15.4%。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基是商品（包括服务），企业所得税

的税基是资本，税基性质都属于流动要素，这明显违背了标准的财政分权理论强调的地方政府不应

针对流动要素征税的原则。除此之外，不少地方税种与这增值税和营业税高度相关，例如，城市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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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计税依据直接就是增值税和营业税，缴纳两税的企业扩大生产时，又容易

新增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收入。因此，判断现行分税制对经济的

影响，我们只要抓住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析即可，下面我们就这三大税种进行分析。 

1.营业税刺激房地产业投资扩张。 

营业税是地方税，也是地方政府第一大主体税种。营业税的征税范围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

销售不动产业，计税依据为企业的销售收入。这种税制设计导致营业税中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间

存在较强的重复征税，譬如说，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时，需要请建筑公司搞建设，在这

过程中，政府可收取较大款项的税收有：一是建筑公司需要就建筑款按“建筑业”税目缴纳营业税，

税率为 3%；二是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就房产销售收入按“销售不动产”税目缴纳营业税，税率为

5%。显然，这两笔税款均来自同一建筑投资。因此，只要房地产投资高涨和房产价格保持在高位，

地方政府就可从中获得财政收益。现实中，营业税税目中“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实现的税

收收入占营业税收入的 50%左右，除此之外，房地产投资上升还会带动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契税等的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现象日益严重，房地产业已成为许多中心城

市的支柱产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率逐年提高。因此，刺激房地产业发展就成为追求税收收入最大

化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也是中央政府针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易受到地方政府抵制的重

要原因。 

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首先，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用各种力量推

动房价上涨，导致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长期如此将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房

地产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产业，很多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业，搞廉价批地、建高尔夫球场或别墅群

等，大量土地、资金、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投入房地产市场，使工业生产本来较为紧缺的资金、土地

资源等更为稀缺，而房地产市场本身因供给过剩使得大量土地与楼房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2.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刺激工业产能过剩。 

在分税制的设计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共享税，增值税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75：25

分享，企业所得税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一段时间内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2002年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间50：50分享，2003年后实行60：40分享。尽管是共享税，由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规模大，

它在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中排序中分别为第二和第三。两税集中在工业部门实现，只要工业投资扩

张，一般会带来当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长。工业投资本身也对税收产生重要影响：2009年前我

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它不允许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抵扣，实际上是对投资存在重复征税；2010

年我国实行增值税扩围改革，它允许企业抵扣购入设备中的增值税，从而消除了对设备的重复征税，

但是我国投资中仅约1/4是设备投资，3/4部分是建筑投资，建筑投资又会带来营业税增长。因此，

工业投资本身就会拉动营业税增长。 

由此以上原因，工业投资对地方政府税收增长至关重要。在财力紧张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增

加财政收入，一般倾力推动工业企业规模扩张，主要办法是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吸引工业企业落户。

对生产企业而言，增值税是在出厂环节征收。作为纳税人的生产企业经营地固定，生产环节商品增

值率也高。因此吸引企业投资对地方政府的好处是，既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一笔可观的税收收入，又

会拉动当地GDP增长，而这两者均是当前政绩考核机制中政府官员最为看重的。而生产环节的增值

税作为价外税，又容易发生税收转嫁，税收增长部分会转嫁给下一环节（如商品批发环节），对当

地经济的负外部性影响很小。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所有地方政府追逐工业投资带来的税收

增长利益和GDP增长利益时，各地就会竞相上马大型工业项目，进行大量工业投资，最终导致重复

建设和产能过剩。在这种地方政府博弈的囚徒困境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然难以实现。当前，我

国汽车、造船、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如不调整增值税政策，仅靠产业政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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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引导产业发展方向恐怕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二）地方政府二元财政结构的形成 

在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中，税收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为了保证地方的财力，同时维持统

一税收契约的效率，分税制保留了地方政府的一些非税来源。这是符合效率的一面，但同时也导致

了地方政府利用这种税收契约的“灵活性”进行寻租的负面行为。 

分税制的改革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收入集中能力，另一方面却没有相应地加强中央的财政

支出责任。在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非对称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提供本地公共产品和实现收

入最大化的目标，在中央难以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会以其他非规范的方式筹集资金，形成地方政府

的收费偏好，从而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地方政府税收之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非税收入和土

地出让收入。非税收入项目主要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公共资产和资

源收入（如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和国有资产资源转让收入）。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乱收

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迅速增加，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在信息

不对称条件下，地方政府会通过难以监督的收费行为来弥补收税的不足，是多任务代理模型中的机

会主义行为。 

	
  
图 1  全国地方政府财政决算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比较  单位：亿元 

通过中央政府的大力整顿，地方政府“三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收

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是地方政府很快就找到替代财源，就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在 1999 年住

房体制改革以前，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并不大，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一般采

取少收、甚至不收土地出让收入的政策，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8]。随着商品住宅市场的发展，土

地出让收入的规模迅速膨胀。由于土地出让收入不进入地方财政预算，逐渐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第
二财政”，到 2012 年已达 28517 亿元之巨，土地出让收入与税收收入的比高达 0.47，见图 1。因为

土地出让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所以高昂的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带来不菲的财源，以至于

人们形象地将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称为“土地财政”。 
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以非税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取得财政资金的二元财政结构现象带来了很

多不良后果，包括：侵蚀税基，降低了规范的财政收入水平；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对收费缺乏有

效的监督会带来腐败问题；土地财政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强拆）。出现二元财政结构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政府机构的膨胀导致的行政性开支增加，公民缺乏对政府行为有效的监督机

制而导致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等等。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权

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形下，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难以监督的前提下，当地方税无法满足地方

政府的财政收入需要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又不能到位时，地方政府只有将目光转向非税收入和

土地出让收入。因此二元财政结构是现行税收契约不能完全适应实际情况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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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将 1994 年实行的分税制看作是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省以下地方政

府之间的一个总契约，其中包括了多种形式的分成合同、分税合同和定额合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

个弹性分成合同系统。根据分税制的契约性质，我们论证了这种契约能够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有效

地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以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

为导向的激励目标会扭曲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造成重复建设和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及地方政府的二

元财政和土地财政问题。 

那么，如何改变现行分税制契约不合理之处呢？根据契约理论，如果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

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那么最优的激励契约就是委托人将代理人变成产出的剩余索取者。因此我们

认为，如果产出或者税收的可观察性越强，税源或税基越是稳定增长，那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

契约越应该逐步由分成合同向分税合同过渡。毕竟，在分税合同下，地方是税收的剩余索取者，能

够激发其最大的努力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这三种税均是对流动性税基征税，从根本上违背了税收分权原则，易引发恶性税收竞争，对经

济产生不良影响，未来改革至少应将三税由共享税改为中央税。 

按此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税收体系改革的方向，就是逐步完善分税合同的实施条件，以相对彻

底的分税合同替代分成合同。对此，可以考虑减少共享税的比例，确定完整归属地方政府的主体税

种，实现真正意义的“分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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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take China’s Tax-sharing System as a flexible revenue-sharing contract, 
because the Tax-sharing System is a combination of a series of specific contracts on residual distribution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or citizen). These specific contracts can 
be classified as four kinds---fixed wage contracts, fixed price contracts, decentralized contracts, and 
revenue-sharing contracts, which are complementary and form a flexible incentive system.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incentive system satisfies local governments’ participation and 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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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 reduces their opportunism behavior, and strengthens their motiv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main object targeting on fiscal revenue and economic growth will distort the dire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effort, lead to redundant projects, extensive growth model, and furthermore lead to 
“tax-and-fee financial system” and “land finance”. We suggest that Chinese tax-sharing system should 
change from revenue-sharing contracts to decentralized contracts.  

Key words: Tax-sharing System, Contract, Tax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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